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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房俨然 1  魏  薇 1  罗  萍 1  刘晓东 1  施俊琦 1  战宇杰 2 
(1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广州 510275) (2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Waterloo 22120, 加拿大) 

摘  要  情绪劳动指的是员工在工作中按照组织的要求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感受和表达, 是服务行业普遍关注的问

题。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理论(Self-Regulation Theory), 探讨了员工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效应, 以

及个体间水平上员工工作年限和情绪智力对该效应的跨层次调节作用。通过分析收集自 210 名呼叫中心员工 14 个

工作日的追踪数据, 本研究发现员工每天的负性情绪显著抑制了深层动作; 工作年限和情绪智力显著调节了个体

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效应。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情绪劳动的研究中自我调节理论的作用, 本研究也

据此讨论了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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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17 年,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为 427032 亿元, 

占全国 GDP 比重为 51.6%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8), 
正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服务业

员工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为了建立和维持

良好的服务和企业形象, 往往需要表现出积极的情

绪状态。与这一管理实践相适应的, 情绪劳动的相

关话题也在近年来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情绪劳动是指个体在工作中, 致力于对情感的管理, 
从而表现出可被公众观察到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

作(Hochschild, 1983; Grandey, 2000)。Hochschild 
(1983)提出了情绪劳动的两种具体策略：表层动作

是指员工通过改变表面上的动作 (如改变面部表

情、转换语音语调等)而非调节内心真实感受的方

式来展示情绪, 此时员工所展示的是与其内心感受

相矛盾的情绪状态(Hochschild, 1983; 莫申江 , 施

俊琦, 2017); 深层动作则是指员工通过主动站在对

方的角度重新评估情境, 或者主动将注意力集中到

积极、正面的事情上来调节自我体验, 从而获得并

展现出与组织期望相一致的情感感受(Hochschild, 

1983; Gross, 1998)。 
尽管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都是员工用以响应

工作要求的具体策略, 但与表层动作相比, 深层动

作更聚焦于改变对于环境认知的前端调节(Grandey, 
2000), 包含了更多的心理加工过程 , 涉及了更复

杂的认知调节机制, 因而也需要耗费更多的心理资

源(马淑蕾, 黄敏儿, 2006; Zapf, 2003)。就两种情绪

劳动策略的效果而言, 相较于深层动作, 采取表层

动作会使人体会到不真实感, 因而还会对员工的心

理健康带来更大负面作用(Ashforth & Humphrey, 
1993; Brotheridge & Lee, 2002; 黄敏儿, 吴钟琦, 
唐淦琦, 2010), 甚至促使员工做出负面行为(莫申

江, 施俊琦, 2017)。因此,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逐渐

关注影响具体情绪劳动策略的前因, 希望能够引导

服务业员工更好地开展工作。例如, 学者们从个体

人 格 特 质 (Austin, Dore, & O’Donovan, 2008; 
Diefendorff, Richard, & Croyle, 2006; 任庆颖, 张

文勤, 2014)、工作满意度(杨林锋, 胡君辰, 2010)、
感知到的组织公平感(杨勇, 马钦海, 曾繁强, 谭国

威 , 杨 春 江 , 2013) 、 感 知 到 的 情 绪 劳 动 要 求

(Diefendorff, Croyle, & Gosserand, 2005; Gosse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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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fendorff, 2005)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员工具体情

绪劳动策略的前因变量, 有力推进了情绪劳动领域

的研究。 
而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服务行业员工来说, 他

们在每一天的日常工作中都需要调整和展现出适

宜的情绪。为了响应工作对于情绪表达的要求, 服

务业员工在不同情绪状态下所采取的情绪劳动策

略就可能有所不同, 这就促使有关情绪劳动的研究

更进一步地挖掘在个体内的差异。尤其针对涉及到

情绪的研究问题而言, 个体具体的情绪感知往往是

有明确原因、持续时间较短但较强烈的情感体验

(Menges & Kilduff, 2015), 可见在需要进行情绪劳

动的情境中, 同一位员工对不同强度情绪进行调整

和表达的过程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采用更细腻

的个体内追踪的研究范式, 有助于揭示员工采取不

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前因。 
借助自我调节理论的框架, 本研究旨在探讨个

体内负性情绪对其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作用及其

边界条件。自我调节是指个体通过控制或改变自己

的思想、情感、冲动以及行为能力, 以达到目标的

过程(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 Gailliot et al., 
2007; 黎坚, 庞博, 张博, 杜涵, 2011)。在情绪劳动

的情境中, 员工正是通过调整和展现适宜的情绪以

达到满足工作要求、获取劳动报酬的目的, 属于典

型的自我调节过程。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个体能够

用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Baumeister et al., 2007; Baumeister & Vohs, 
2007; Muraven & Baumeister, 2000), 当个体在自我

调节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资源时, 就会降低自我调

节的效果(Baumeister et al., 2007; Gailliot et al., 
2007; 黎坚等, 2011)。基于此, 本研究首先论述、

探讨了负性情绪对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进一

步地, 本研究也同样依据自我调节理论, 探讨个体

水平上员工认知资源(即工作年限)和自我调节资源

(即情绪智力)的差异对个体内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

策略关系之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本研究所包含的

研究假设见图 1 所示。 
1.1  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对于服务行业员工而言, 他们在进行情绪劳动

之前, 就有可能因为经历其他导致情绪变化的事件

(既可能是其他工作事件, 也可能是产生溢出效应

的非工作事件), 而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性情

绪的基础水平(Judge & Ilies, 2004; Scott & Barnes, 
2011; Weiss & Cropanzano, 1996; Zhou et al., 2017)。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负性情绪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个体能够用于自我调

节的资源水平 , 当员工体会到更多的负性情绪时 , 
他们能够用于继续进行自我调节的资源就会相应

减少(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 
Liu et al., 2017)。 

首先, 这是因为个体所感受到的负性情绪往往

是与之相联系的负性事件所导致的结果(Weiss & 
Cropanzano, 1996)。在经历负面事件之后, 个体需

要消耗认知资源对事件和自我情感状态进行评估

和判断(Clore, 1994; Smith, Haynes, Lazarus, & Pope, 
1993), 因而负性情绪的产生会使得个体资源在下

一阶段自我调节过程(如进行情绪劳动)开始之前就

被削弱和分散(Beal, Weiss, Barros, & MacDermid, 
2005)。其次, 对于感受到更高水平负性情绪的员工

而言, 他们在经历负面事件之后, 更容易不自觉地

陷 入 到 对 负 面 事 件 的 反 刍 中 (Berkowitz, 1989; 
Wang et al., 2013), 从而使认知资源被不自觉地、不

断地分配到对不良事件的反刍和重新评估的过程、

而不是被分配到完成工作目标的情绪劳动当中。最

后, 在情绪劳动情境中, 员工体会到了较高水平的

负性情绪, 就意味着“情绪−规则失调”的程度加剧, 
从而给情绪调节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Hülsheger & 
Schewe, 2011)。因而此时对于这些体会到更高水平

负性情绪的员工而言, 他们所面临的工作需求和工

作压力是被相对放大的, 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

资源才能够达成自我情绪调节的目标。 
因此, 对于需要进行情绪劳动的服务行业员工

而言, 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既损耗了他们在接下来

情绪劳动中可以调用的资源, 也加大了情绪劳动工

作对他们心理资源消耗的需求。而即便体验到了较

高水平的负性情绪, 服务业员工也依然需要通过一

定 的 情 绪 管 理 策 略 对 自 己 的 情 绪 表 达 进 行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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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ffendorff & Gosserand, 2003)。而在深层动作和

表层动作这两种情绪劳动策略之间, 既存在着情绪

调节时间点上的差异, 也存在着所涉及的心理加工

过程复杂程度的差异。一方面, 从情绪调节的时间

点上来看, 采取深层动作需要员工在与消费者互动

之前就开始调节情绪的工作; 而采取表层动作则只

需要员工在与消费者互动当下通过改变情绪外在

表达的方式来达到工作目标(Grandey, 2000)。可见

相较于表层动作而言, 深层动作需要员工在负性事

件发生之后更短的时间内展开情绪调节工作。另一

方面 , 从所涉及的心理加工过程的复杂程度来看 , 
相较于表层动作, 深层动作需要员工主动调整自己

的认知和情绪状态, 可能涉及到转移注意力或者重

新评估环境与事件的具体认知过程(Gross, 1998), 
包含了更多的心理加工过程, 涉及了更复杂的认知

调节机制, 因而比直接地伪装和表现出工作所需要

的 情 绪 要 消 耗 更 多 的 自 我 调 节 资 源 (Ashforth & 
Humphrey, 1993; 马玉凤, 王涛, 2011)。 

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我们能够推断, 如果员工

在与顾客互动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较高程度的负

性情绪, 那么他们在下一步自我调节过程中所能够

支配的资源就会相对减少, 因而难以在更短时间内

继续投入到消耗更多资源、涉及更复杂认知调节机

制的深层动作中。因此, 体会到更高负性情绪的员

工将较少地采取深层动作的情绪表达策略, 而较多

地选择不需要消耗过多认知资源的表层动作策略。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设 1a：当员工每天的负性情绪水平更高时, 

将采取更少的深层动作策略。 
假设 1b：当员工每天的负性情绪水平更高时, 

将采取更多的表层动作策略。 
1.2  工作年限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工作年限衡量的是员工在某一工作岗位上的

工作时间长度, 较长的工作年限意味着员工有更多

的 机 会 积 累 多 种 情 境 下 的 工 作 经 验 (Schmidt, 
Hunter, & Outerbridge, 1986), 是服务业员工能够用

以进行自我调节的重要认知资源(Ackerman, 1988; 
Beal et al., 2005; Wang, Liao, Zhan, & Shi, 2011)。对

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而言, 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经

验和工作相关的知识来帮助他们在高压情境下(例

如在进行情绪劳动之前就感受到高水平负性情绪

的情境下)熟练地调整自己的情绪(Schmidt et al., 
1986; Tesluk & Jacobs, 1998)。除此之外, Kanfer 和

Ackerman (1989)的研究也表明 , 对于工作年限较

长的员工而言, 他们所具备的工作任务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也使他们在进行工作相关的自我调节过程

中往往不需要损耗过多个体资源也能够准确、有效

地完成工作任务。而相反地, 工作年限较短的员工

则相对缺乏在复杂工作情形和负面心境中迅速、有

效进行情绪调节的经验认知, 因而他们的情绪调节

策略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波动的影响。因此, 我们

提出： 
假设 2a：工作年限调节了负性情绪对深层动作

的影响：对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而言, 负性情绪

对深层动作的抑制作用减弱。 
假设 2b：工作年限调节了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

的影响：对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而言, 负性情绪

对表层动作的促进作用减弱。 
1.3  情绪智力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情绪智力作为员工个体水平上的自我调节资

源(self-regulation resource), 在服务业员工进行自

我调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我调节资源泛

指个体所具有的用以控制和修正自身情绪、行为和

精 神 状 态 的心 智 能 力 (Baumeister & Vohs, 2003; 
Halbesleben, Neveu, Paustian-Underdahl, & Westman, 
2014; Liu et al., 2017)。情绪智力作为个体所具备的

准确感知和评估自我以及他人情绪状态、运用和表

达情绪的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 Wong & Law, 
2002), 正是情绪劳动情境下帮助服务行业员工进

行情绪调节的关键自我调节资源。 
首先, 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而言, 他们能

够更好地识别情绪及其含义, 并把这些信息运用到

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Mayer, Salovey, & Caruso, 
2004; 彭正敏, 林绚晖, 张继明, 车宏生, 2004)。因

此, 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员工能够更敏感、准确地

对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判断, 从而避免陷入到不自

觉地对情绪进行反复评估、唤起和反刍的过程中, 
帮助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认知资源的持续消耗。

其次, 由于情绪智力水平更高的员工也能够更好地

调节和表达情绪(Mayer & Salovey, 1997; Wong & 
Law, 2002), 因此即便是在体会到较高水平负性情

绪的情形之下, 较高水平的情绪智力也帮助员工通

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来实现情绪调节的目标(Schutte 
et al., 1998)。基于此, 我们提出： 

假设 3a：情绪智力对员工负性情绪和深层动作

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员工的情绪智

力水平较高时 , 负性情绪对深层动作的抑制作用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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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b：情绪智力对员工负性情绪和表层动作

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员工的情绪智

力水平较高时 , 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的促进作用

减弱。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程序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收集于中国南方某呼叫中

心的客户服务代表。该呼叫中心为客户提供信用卡

和网上银行服务。通过银行人力资源部, 我们将研

究声明和一封保证保密性和自愿参与的信发给所

有 291 位客户服务代表。210 位客户服务代表同意

参加本次调研(问卷回收率为 72.2%), 其中包括 184
名女性员工(占 89.3%)和 22 名男性员工(占 10.7%)。
这 种 性 别 比 例 和 以 往 有 关 服 务 行 业 的 研 究 ( 如

Gosserand & Diefendorff, 2005; Johnson & Spector, 
2007)大致相似。被试的平均年龄是 25.11 岁(SD = 
2.33 岁), 年龄范围在 21 岁到 32 岁之间。 

数据收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数据收集都通过

向员工发放和回收纸质问卷来完成。研究团队将调

研问卷制作完成之后, 由呼叫中心的人力资源部安

排班组长协助发放和回收问卷。在最初的评估阶段

中, 我们调查了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工作年限、

情绪智力以及其他个体层面上的控制变量。在每天

的评估阶段中, 被试在每天早上工作开展之前完成

关于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调查, 在每天下午下班

之前, 他们还需要完成关于一天之内情绪劳动策略

的调查。排除遗漏的天数后, 为期 14 个工作日的调

查得到了 2921 份调查结果。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 Brislin (1980)推荐的回译的方式将

英文量表翻译为中文。 
每天的负性情绪。员工每天早晨的负性情绪通

过由 Watson, Clark 和 Tellengen (1988)开发的 10 条

目量表进行测量。被试在每天早晨开展工作之前进

行负性情绪的测量, 以剔除当天工作中与客户互动

的经历对测量的影响。测量中, 被试需要评估量表

的形容词(如“战战兢兢的”、“害怕的”等)在多大程

度上体现了他们当下的感受。该量表用 Likert 5 点

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

“非常同意”。员工每天早晨体会到的负性情绪的

ICC (1) = 0.56, 说明个体内差异能够解释其 44%的

方差。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每天的情绪劳动策略。本研究通过 Brotheridge

和 Lee (2003)以及 Grandey (2003)的研究中使用的 8
条目量表来测量员工每天的情绪劳动策略。员工根

据他们当天工作中的行为表现来汇报他们的情绪

劳动行为。在该量表中, 3 个条目测量了员工的深层

动作行为 , 代表条目如“在与客户通话时 , 我尽我

最大的努力真正感受公司要求的良好服务情绪”; 5
个条目测量员工的表层动作行为 , 代表性条目如

“在与客户通话时, 我表现出公司要求的友好态度, 
哪怕我并不想这么做”。该量表用 Likert 5 点量表进

行测量。其中“1”表示“从不这么做”, “5”表示“总是

这么做”。员工每天深层动作的 ICC (1) = 0.42, 说

明员工的个体内差异解释了其中 58%的方差; 员工

每天表层动作的 ICC (1) = 0.65, 说明个体内差异

解释了其中 35%的方差。在本研究中, 员工每天深

层动作量表和表层动作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 0.84 和 0.86。 
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由被试自我报告他们作为

服务代表在呼叫中心工作的时间长度。本研究将被

试汇报的工作时间长度统一为以年为单位, 数值越

大代表被试的工作年限越长。 
情绪智力。本研究选用 Wong 和 Law (2002)开

发的 16 条目量表来测量员工的情绪智力。该量表

在中文情境中开发, 并且在已有研究中表现出了很

好的信度和效度 (如 Law, Wong, & Song, 2004; 
Wong & Law, 2002)。代表性条目如“我对自己的情

绪有很强的掌控力。”该量表用 Likert 7 点量表进行

测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 “7”表示“非常同

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控制变量。首先, 由于年龄往往体现了个体与

他人互动的一般经验, 而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环境中

都会进行更多情绪相关的工作(Hochschild, 1983), 
且神经质水平也往往影响了个体的情绪感知与表

达(Saucier, 1994), 本研究将被试的年龄、性别和神

经质纳入作为控制变量, 并选用 Saucier (1994)开
发的 8 条目量表对神经质进行测量, 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位 0.70。其次, 本研究也控

制了被试个体间水平上的情绪劳动策略选择倾向。

在控制了个体间水平上情绪劳动策略的选择倾向

之后, 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检验个体内情绪劳动策略

的波动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也同样采用 8 条目量

表(Brotheridge & Lee, 2003; Grandey, 2003)来测量

员工一般性的情绪劳动策略。本研究中深层动作倾

向和表层动作倾向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7
和 0.72。第三, 我们也控制了员工每天早晨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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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情绪水平, 以及员工个体水平上的正性情感

特质和负性情感特质的影响。同样通过 Watson 等

学者(1988)开发的 PANA 量表, 我们测量了员工个

体间水平上的正性情感特质和负性情感特质, 以及

每天早晨体会到的正性情绪。本研究中个体间水平

上正性情感特质和负性情感特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 0.70 和 0.82, 个体内水平上正性情绪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最后, 我们也参照 Wang 等

学者(2013)的研究, 控制了模型中的顺序效应。1 
2.3  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包含嵌套结构(每个被试中

嵌套了 14 个工作日中的数据点)。因此, 本研究采

用 Mplus 7.0 软件(Muthén & Muthén, 2012)进行多

水平分析, 以检验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在个体内水

平上, 本研究通过估计组内中心化之后的员工每天

负性情绪对两种情绪劳动策略效应的随机斜率来

检验所提出的主效应假设。在个体间水平上, 我们

首先控制了样本中心化之后的员工情绪智力和工

作年限对情绪劳动的效应 , 并根据 Hofmann 和

Gavin (1998)的建议, 在控制了员工每天负性情绪、

正性情绪的个体内均值之后, 通过估计个体间水平

上调节变量对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作

用随机斜率的影响来检验跨层次调节作用。 

3  研究结果 
表 1 列出了各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 以

及相关系数。在个体内水平上, 负性情绪与深层动

作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 而与表层动作

显著正相关(r = 0.04, p < 0.05)。相关系数分析初步

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1a 和假设 1b。我们针对

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负性情绪、深层动作、表层

动作、情绪智力)进行了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

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本研究所反映

的四因素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 χ2 = 1402.48, 
df = 555, RMSEA = 0.02, CFI = 0.90, SRMR (个体

内水平)= 0.04, SRMR (个体间水平)= 0.07。另外, 
考虑到深层动作和表层动作都属于情绪劳动的具

体策略, 且负性情绪、深层动作、表层动作都是个

体内变量, 我们也检验了三因素模型(将深层动作、 

                                                           
1 注：我们也估计了去除所有控制变量之后的路径系数模型。

结果表明, 剔除所有控制变量之后, 研究结论不变, 即现有研

究结论中所涉及的各个路径显著性及方向不变。为简洁起见 , 
我们在此仅报告全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表层动作合并为一个因子, 而情绪智力、负性情绪

作为两个单独因子)、双因素模型(将深层动作、表

层动作、负性情绪合并为一个因子, 而将情绪智力

作为一个单独因子)、单因素模型(将深层动作、表

层动作、负性情绪、情绪智力合并为一个因子)的

模型拟合结果。结果表明, 与本研究所涉及的四因

素模型相比, 三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单因素模

型的模型拟合度均显著下降(Δχ2 = 1759.65, Δdf = 5, 
p < 0.01; Δχ2 =5705.15, Δdf = 24, p < 0.01; Δχ2 = 
5020.97, Δdf = 13, p < 0.01)。由此可见, 研究所涉及

的四个主要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代表了

四个不同的构念。 
检验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估计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两种情绪劳

动策略影响的随机斜率模型来检验所提出的主效

应假设, 并将相关结果总结在表 2 和图 2 中。由表

2 和图 2 可见, 员工每天早晨的负性情绪显著减少

了深层动作(γ10 = −0.13, p < 0.01), 但与表层动作

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γ10 = 0.01, p > 0.05)。因此, 本

研究提出的假设 1a 得到了数据支持, 而假设 1b 没

有得到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之上, 该主效应模型中

“负性情绪−深层动作(τ1 = 0.06, p < 0.01)”关系、“负

性情绪−表层动作(τ1 = 0.09, p < 0.01)”关系的随机斜

率的残差均显著, 说明个体内负性情绪与深层动作

之间的关系, 以及负性情绪与表层动作之间的关系

能够进一步被个体间水平上的因素调节。 
检验工作年限和情绪智力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同样由表 2 和图 2 可见, 员工工作年限和情绪智力

均显著削弱了个体内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深层动

作的抑制作用(对于工作年限, γ11 = 0.03, p < 0.05; 
对于情绪智力, γ12 = 0.09, p < 0.05)。参照 Cohen, 
Cohen, West 和 Aiken (2003)的建议, 本研究将工作

年限对负性情绪与深层动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展示在图 3 中。如图 3 所示, 相比于工作年限较短

的员工, 对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而言, 每天负性

情绪对深层动作的抑制作用较弱。我们也将情绪智

力对负性情绪与深层动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展

示在图 4 中。如图 4 所示, 相比于情绪智力较低的

员工而言, 当员工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时, 每天负

性情绪对深层动作的抑制作用也被减弱。因此, 假

设 2a 和 3a 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另外, 尽管员工工作年限没有显著调节个体内

每天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的影响(γ11 = 0.02, p > 
0.05), 但员工情绪智力显著影响了个体内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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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信度系数和相关性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年龄 25.11 2.33                            
2. 性别 0.89 0.31  0.02                         

3. 正性情感

特质 
3.34 0.46  0.00 −0.20** (0.70)       

  
            

4. 负性情感

特质 
2.48 0.60  0.06 0.09 0.04 (0.82)     

  
            

5. 深层动作

倾向 
4.08 0.57  0.02 −0.02 0.09 −0.08 (0.77)   

  
            

6. 表层动作

倾向 
3.56 0.65  −0.02 0.01 0.04 0.11 0.16* (0.72)

  
            

7. 神经质 4.45 1.07 0.03 0.06** −0.02 0.60** −0.19** 0.20** (0.70)             
8. 工作年限 4.10 2.72  0.73** 0.14 0.01 0.08 −0.02 −0.00 −0.00 —           
9. 情绪智力 5.24 0.67  0.04 −0.15* 0.40** −0.17* 0.17* 0.07 −0.27** 0.00 (0.87)         

10. 正性情绪 3.30 0.56 
(0.73) 0.10 −0.24** 0.36** −0.06 0.31** 0.01 −0.10** 0.05 0.34** (0.86) −0.20** 0.30** −0.09**

11. 负性情绪 2.15 0.48 
(0.63) −0.05 0.03 −0.08 0.43** −0.18** 0.10 0.28** −0.04 −0.18** −0.20** (0.88) −0.28** 0.04*

12. 深层动作 3.76 0.45 
(0.66) 0.02 −0.16* 0.24** −0.18** 0.40** 0.04 −0.19** 0.04 0.25** 0.42** −0.41** (0.84) 0.13**

13. 表层动作 3.21 0.65 
(0.80) −0.02 0.07 −0.06 0.14* −0.03 0.52** 0.21** 0.00 −0.08 −0.13 0.07 0.06 (0.86)

注：N (个体间层面) = 210, N (个体内层面) = 2921。性别：0 = 男性, 1 = 女性。各变量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标于对角线处。

括号中的标准差为各变量在个体内水平上的标准差。对角线以上的数据为各变量之间在个体内水平上的相关系数, 对角线以下的数

据为各变量之间在个体间水平上的相关系数。* p < 0.05, ** p < 0.01 
 

表 2  多水平模型回归系数 
深层动作 

主效应模型 跨层次调节模型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p 系数 标准误 p 

随机截距：         

截距 (γ00) 3.73 ** 0.47 0.00 3.73*  0.47 0.00 
年龄 (γ01) −0.03  0.02 0.05 −0.03*  0.02 0.04 
性别 (γ02) −0.14  0.08 0.08 −0.14  0.08 0.08 
神经质(γ03) −0.05  0.03 0.15 −0.05  0.03 0.15 
正性情感特质 (γ04) 0.08  0.06 0.15 0.08  0.06 0.15 
负性情感特质 (γ05) 0.03  0.06 0.65 0.03  0.06 0.66 
深层动作倾向 (γ06) 0.20** 0.05 0.00 0.20**  0.05 0.00 
表层动作倾向 (γ07) 0.03  0.04 0.55 0.03  0.04 0.55 
正性情感个体内均值 (γ08) 0.17** 0.06 0.00 0.17**  0.06 0.00 
负性情感个体内均值 (γ09) −0.27** 0.06 0.00 −0.27**  0.06 0.00 
工作年限(γ010) 0.03  0.01 0.06 0.03  0.01 0.05 
情绪智力(γ011) 0.01  0.04 0.85 0.01  0.04 0.85 
残差 (σ1

2) 0.23** 0.02 0.00 0.23**  0.02 0.00 
固定斜率：         

顺序效应(β1) −0.01** 0.00 0.00 −0.01**  0.00 0.00 
正性情感(β2) 0.17** 0.03 0.00 0.17**  0.03 0.00 

负性情绪影响的随机斜率：         
截距 (γ10) −0.13** 0.03 0.00 −0.13**  0.03 0.00 
工作年限 (γ11)       0.03*  0.01 0.02 
情感智力 (γ12)       0.09*  0.04 0.04 
残差 (τ1) 0.06** 0.02  0.00  0.05**  0.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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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表层动作 

主效应模型 跨层次调节模型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p 系数 标准误 p 

随机截距：        

截距 (γ00) 1.87*  0.77 0.02 1.86*  0.77 0.02 
年龄 (γ01) −0.01  0.02 0.71 −0.01  0.02 0.72 
性别 (γ02) 0.04  0.12 0.74 0.04  0.12 0.73 
神经质(γ03) 0.09*  0.04 0.04 0.09*  0.04 0.04 
正性情感特质 (γ04) −0.04  0.09 0.67 −0.04  0.09 0.67 
负性情感特质 (γ05) 0.03  0.08 0.71 0.03  0.08 0.71 
深层动作倾向 (γ06) −0.06  0.08 0.42 −0.06  0.08 0.42 
表层动作倾向 (γ07) 0.50** 0.06 0.00 0.50**  0.06 0.00 
正性情感个体内均值 (γ08) −0.10  0.09 0.24 −0.10  0.09 0.24 
负性情感个体内均值 (γ09) −0.12  0.08 0.16 −0.12  0.08 0.16 
工作年限(γ011) 0.00  0.02 0.84 0.00  0.02 0.85 
情绪智力(γ010) −0.02  0.07 0.73 −0.02  0.07 0.73 
残差 (σ1

2) 0.21** 0.01 0.00 0.21**  0.01 0.00 
固定斜率：         

顺序效应(β1) −0.01  0.00 0.16 −0.01  0.00 0.15 
正性情感(β2) 0.00  0.02 0.95 0.00  0.02 1.00 

负性情绪影响的随机斜率：         
截距 (γ10) 0.01  0.03 0.85 0.01  0.03 0.88 
工作年限 (γ11)     0.02  0.01 0.10 
情感智力 (γ12)     0.08*  0.04 0.05 
残差 (τ1) 0.09** 0.02 0.00 0.09**  0.02 0.00 

注：N (个体间层面) = 210, N (个体内层面) = 2921. * p < 0.05, ** p < 0.01. 
 

 
 

图 2  研究模型中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注：N (个体间层面) = 210, N (个体内层面) = 2921. * p < 0.05, ** 
p < 0.01. 

 

 
 

图 3  工作年限对负性情绪和深层动作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4  情绪智力对负性情绪和深层动作关系的调节作用 

 
绪对表层动作的效应(γ12 = 0.08, p < 0.05)。但值得

注意的是, 尽管情绪智力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但

调节方向与研究假设相左。我们也将情绪智力对负

性情绪与表层动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展示在图 5
中。如图 5 所示, 对于情绪智力更高的员工而言, 每

天早晨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的作用呈现出积极促

进的趋势; 而对于情绪智力更低的员工而言, 每天

早晨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的影响则呈现出消极抑

制的趋势。因此, 假设 2b 和假设 3b 没有得到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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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情绪智力对负性情绪和表层动作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发现, 员工每天的负性情绪显著降低了

深层动作, 但对表层动作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研究

结果首先支持了本研究中员工情绪劳动策略存在

个体内差异, 且受到员工每天情绪波动影响的理论

假说。但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 员工每天负性情绪

对深层动作和表层动作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方面, 
员工每天早晨负性情绪显著减少了深层动作; 另一

方面, 尽管每天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的影响呈现出

积极促进的趋势, 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究

其原因,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深层动作所聚焦的是改

变环境或对环境的认知的前因聚焦的情绪调节, 而

表层动作所聚焦的则是改变能够被观测到的情绪

或 生 理 反 应 的 反 应 聚 焦 的 情 绪 调 节 (Grandey, 
2000)。当员工在开展工作的一天初始就感知到较

高的负性情绪时, 实际上是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可

能性在前因聚焦的情绪调节上也做出一定努力, 而

非仅仅在与客户互动的当下进行反应聚焦的情绪

调节的。可见员工在每天工作中的表层动作的策略

使 用 可 能 会 与 深 层 动 作 的 策 略 使 用 产 生 重 叠

(Gabriel, Daniels, Diefendorff, & Greguras, 2015), 
因而可能会导致员工情绪波动对表层动作的影响

不显著。因此, 我们也期待未来研究采用更细腻的

研 究 范 式 ( 如 , 潜 结 构 分 析 策 略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来探讨员工个体内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

形成机制。  
研究结果还表明, 员工个体间情绪智力和工作

年限都显著调节了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深层动作的

抑制作用。这些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自我调节理论的

观点, 情绪智力和工作年限作为员工在进行情绪劳

动情境中的关键自我调节资源和认知资源, 能够为

其每天工作中的自我调节过程进行资源补充。除此

之外, 本研究在检验个体间情绪智力对个体内负性

情绪对表层动作关系的调节作用时, 得到了与假设

不一致的结论。尽管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表层动作

策略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

而言 , 当他们体会到了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之后 , 
其表层动作水平也较高。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 一

方面, 对于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员工而言, 他们的

自我调节能力不仅体现在对情绪的理解和调节上, 
也体现在对外在情绪表达的把握控制上(Mayer & 
Salovey, 1997; Mayer et al., 2004; Wong & Law, 
2002)。因此, 在没有更深层次的情绪调节相配合的

情形下, 这种聚焦于情绪外在表达的情绪调节方式

实际上也是与表层动作相适应的。 
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说明

了情绪智力作为服务行业员工个体水平上调节资

源的重要性。具体而言 , 这一研究结果实际说明 , 
在体会到了较高水平负性情绪的情形中, 情绪智力

较高的员工所进行的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都是更

多的。情绪智力能够使得服务行业员工在情绪调节

上具有更强的坚持度(Beal et al., 2005)。而当员工个

体所具备的认知资源和调节资源不足以支持其维

持情绪劳动时, 员工的确是有可能做出偏差行为的

(如针对顾客的破坏行为 , Judge, Woolf, & Hust, 
2009; Wang et al., 2011; 工作退缩行为, Kao, Cheng, 
Kuo, & Huang, 2014 等)。可见情绪智力作为员工个

体水平上的调节资源, 帮助员工在困难的情形(如

体会到较高水平负面情绪的情形)中, 也不减少深

层动作和表层动作的情绪劳动, 是员工能够用以应

对工作中情绪表达需求的重要资源。 
4.2  理论意义 

本研究在现有情绪劳动文献的基础上, 采用追

踪式的研究范式, 主要考察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情

绪劳动策略的影响以及个体层面上资源差异对这

一影响的调节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贡献。 
首先, 本研究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检验了员工每

天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效应, 这一结论

拓展了我们对于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因素的

理解。具体而言, 以往研究着重强调的是员工个体

水平上的特质(如 Kammeyer-Mueller et al., 2013; 
Scott & Barnes, 2011)、感知到的情绪表达规则

(Diefendorff & Gosserand, 2003)等因素对员工总体

采取的情绪劳动策略倾向的影响, 而较少关注个体

内情绪波动对每天工作中具体情绪劳动策略的作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3 期 房俨然等: 员工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361 

 

用。借助个体内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不仅更贴近情

绪、情绪劳动的管理实践, 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有

助于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情绪劳动领域的相关理论

和知识。 
其次, 本研究也拓展了自我调节理论在情绪劳

动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所采用的自我调节理

论框架的切入点也呼应了 Beal 等学者(2005)所提出

的, 在情绪劳动情境下探讨员工个体水平上和在工

作初始水平上认知资源和自我调节资源对其工作

影响的呼吁。从自我调节理论出发, 本研究探讨了

员工在体验到负性情绪之后, 对当天具体情绪劳动

策略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因此, 自我调节理论在

情绪劳动的研究中也有很强的解释效力, 能够对促

进情绪劳动领域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有很好

的应用价值。例如, 从招聘、培训的角度出发, 本

研究能够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从招聘

角度而言, 本研究发现员工的情绪智力在员工每天

的负性情绪和情绪劳动策略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因此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 可以考虑使用专业心理

测量工具对应聘者的情绪智力进行考察, 招聘向情

绪智力较高的员工倾斜。从培训角度而言, 本研究

发现员工每天早晨的负性情绪会影响员工每天的

情绪劳动策略。因此企业可以考虑指导员工进行解

压训练 , 帮助员工更好地疏解工作压力和负面情

绪。另外, 由于员工的情绪智力和工作年限均是调

节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影响的重要边

界条件, 企业也可以考虑鼓励工作年限较长或是在

情绪智力方面表现更突出的员工在培训和工作中

多与其他员工进行交流和经验分享, 从而达到帮助

员工提升个人层面自我调节资源和认知资源的目的。 
4.4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借助自我调节理论框架, 并采用追

踪式的研究范式, 考察了呼叫中心的员工每天负性

情绪对其每天的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以及个体水

平上工作年限和情绪智力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有利

于了解影响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内在机制, 但仍存

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尽管本研究借助自我调节理论框架, 从

资源消耗和补充的角度来探讨情绪劳动的机制以

及相应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但是由于数据收集条件

的局限性, 本研究未能收集到具体涉及资源的研究

变量, 因此没有直接对资源的机制进行验证。基于

此, 我们呼吁未来研究在采用资源相关的理论来探

讨情绪劳动的内在机制时, 进一步探明员工每天早

晨情绪状态对其情绪劳动策略产生影响的具体机

制, 从而在实证上为资源相关的理论机制提供支持。 
其次, 尽管本研究采用了追踪式的数据收集方

法, 获取了员工个体内每一天水平上情绪状态对情

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数据。但由于情绪的持续时间相

对较短, 且特定情绪的引起往往是有特定明确原因

的, 这就使得对于情绪相关的研究值得更进一步地

深入到事件水平, 探讨员工在具体工作情境中特定

事件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也呼吁未来有关情绪和

情绪劳动的研究采用更为细腻深入的研究范式, 进

一步地探讨员工工作中的工作事件或是影响员工

表现的非工作事件, 从而更全面地建立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另外, 也有学者提出员工们的负性情绪

水平有可能因为经过了深层动作的调节而减弱、受

到了表层动作的被迫抑制之后反而增强 (Scott & 
Barnes, 2011)。可见员工每天体会到的负性情绪不

仅仅是资源在前期事件中损耗的结果, 也有可能受

到员工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而进一步累积。因

此, 我们也希望未来研究能够继续深入, 从理论构

建和研究设计上更进一步地挖掘员工具体情绪体

验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推动情绪劳

动理论的发展。 
第三, 尽管本研究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控制了

顺序效应,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与特定工作日相

关因素(如工作量或工作负荷)的影响, 但由于数据

收集过程中条件的限制, 我们没有能够获取员工在

每个工作日中具体工作量的数据。因此, 我们也呼

吁未来的研究能够在本研究的基础之上, 获取有关

员工工作量、工作负荷相关的客观数据, 以进一步

推动情绪劳动领域研究的发展。 
最后, 本研究所测量的变量都是采用自陈量表

的形式, 因此无法完全避免同源误差的影响。但由

于本研究所涉及到的主要研究变量都涉及到个体

内在的感受和认知状态, 因此由其本人进行自我报

告应当是较为恰当的。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每天的

测量当中将员工感知的负性情绪和他们所采取的

情绪劳动策略的测量分离, 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同 源 误 差 的 影 响 。 最 后 , 我 们 根 据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Podsakoff (2003)的建议, 从统计

上进行了针对同源误差影响的检验。我们比较了包

含主要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理论模型, 以及理论

模型基础之上再加一个同源因子模型之间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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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 加上同源因子之后, 模

型的拟合度显著下降(Δχ2 = 367.64, Δdf = 2, p < 
0.01), 说明在本研究中模型估计没有受到潜在同

源因子的影响。尽管我们认为研究所涉及的模型检

验和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同源误差的影响, 但在未来的研究中, 我们也期望

学者们能够通过采用客观指标或争取收集不同来

源数据的方法, 以更好地降低同源误差的影响。 

5  结论 
员工每天负性情绪显著地抑制了深层动作, 而

对表层动作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员工个体水平上的

工作年限和情绪智力调节了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

绪劳动策略的作用。一方面, 相较于工作年限较短

和情绪智力较低的员工, 对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

和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而言, 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深

层动作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另一方面, 相较于情

绪智力较低的员工, 当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体会到

较高的负性情绪时, 也更倾向于采取表层动作的策

略进行情绪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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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negative affect and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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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labor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regulating both feelings and expressions in response to the display 

rules for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goals. Instead of conceptualizing emotional labor as a stable behavioral 
tendency, the current study applied self-regulation theory to understand emotional labor (expressing proper 
emotion at work) as a self-regulation process, and specific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i.e., deep acting and 
surface acting) as approaches employees use to cope with negative moods on a daily basis.  

By surveying 210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s of a call center for fourteen consecutive workdays, this 
diary study examined a multilevel model of daily emotional labor, with morning negative affect as a 
within-person level predictor, and employee job tenur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between-person level 
moderators. Specifically, the main effects of daily negative affect 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were reflected by 
mean values of the random slopes at the within-person level. To test the cross-level interactive effects, the 
random slopes of “morning negative affect-daily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relations were regressed on job 
tenur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were indicated by significant effects of between-level 
moderators on given within-level random slopes.  

Results showed that service employees we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deep acting on days when they 
experience lower levels of negative mood. Further, job tenur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morning negative affect on daily deep acting. Specifically,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ning negative affect and daily deep acting was weaker (versus stronger) for employees with longer 
(versus shorter) job tenure, or higher (versus low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dditionally, employe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lso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ning negative affect and surface acting, bu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be concrete, for employees with high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re w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ning negative affect and daily surface acting; whereas the relationship reflected a negative trend for 
employees with l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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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emotional labor in several aspects. First, drawing on 
self-regulation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conceptualized emotional labor as a coping strategy in employees’ daily 
self-regulation process. In conceptualizing deep acting and surface acting as coping strategies consuming 
different levels of resources,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d a resources-based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negative 
affect-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linkage. Second, the current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cognitive resource (i.e., job 
tenure) and self-regulation resource (i.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s boundary conditions 
that shape the impact of daily negative affect 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In doing so, we were able to support 
the resource-based theoretical mechanism between the “negative affect-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linkage, and 
expand the literature on emotional labor. 
Key words  daily negative affect;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job tenur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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